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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政策设计 

----以上海松江区为例 

徐文震 

( 上海松江区委党校  201620) 

【摘 要】 流动人口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迁徙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和发展

创造了巨大贡献。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的有限承载力对流动人口的趋势提出了新要求。政府需要科学设计

政策，有序引导，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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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5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随后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道路”。2016 年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指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

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新形势下，政府如何正确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作用，如何通过科学

合理的政策来疏导、治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流动人口是城市发展繁荣的重要资源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的户籍制的束缚被打破，大量流动人口脱离原聚居地来到城市。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

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 下称《报告》) 有关数据表明，“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800 万人，去年末

达到2． 52亿人。 

1、流动人口急速膨胀的特点及阶段性分析。所谓流动人口，一般是指从户籍所在地向非户籍所在地移动，从事相关工作取

得收入，并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的群体。从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流动人口的迁徙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数量上不断增

多，1995 年到2015 年二十年里，全国流动人口从5349.8 万增加至现在的2.52 亿，已经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20%，增加了4 倍

多；二是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78.3%，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人才高地的构建，一些高

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也携家带口，来到一线城市发展；三是在平均年龄上有上升的趋势，《报告》称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不断上升，老人的数量有增多趋势。调查表明，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而且是配偶、子女共同

流动占60%，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开始携带老人流动。2014 年，15 到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约占78%。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在不断

上升， 45 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 年的9.7% 现在上升到2014年的12.9%。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规模不

断增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 

从上海松江区来看，近30 年的流动人口膨胀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称之为候鸟式务工时期。( 1984 年———1998 

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水平改善，1984 年我国拉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大批农民来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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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务工。这个时期的外来流动人口基本没有留居城市的愿望，主要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标，他们从事的大多为基础设施、房屋

建筑之类的体力劳动，在农忙季节他们中有的甚至还要赶回家乡帮助春播秋种，在春节时期形成可观的“返乡潮”，产生了中

国特色的“春运”现象。根据历史资料来看，当时松江外来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 万余人，到1998 年达到20 多万。第二阶

段为蟹居式流动时期( 1999年———2008 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工业化进程形成城市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粗放型的

生产方式需要大量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产业工人。1998 年，松江撤县建区，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该阶段流动人口主

要满足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工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时期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较之他们的父辈普遍提高，平均年龄呈现下降趋势。

根据统计资料表明， 2008 年松江常住人口达到110 万人。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居家式扩张时期( 2009—) 。信息化时代带来

的是传统观念的颠覆，新一代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创业的激情，现代文明及生活方式对外来流动人口产生巨大吸引力，他们大多

办理社保、购房定居或者租赁房屋、孩子上学等事务后，形成了未取得户籍上的“新上海人”，他们渴望融入当地社会，但是

严苛的户籍制度让他们停留在“最后一公里”上。2015 年统计资料表明，松江常住人口达173 万人。 

2、流动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的发展促使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大大加快。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

据表明，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9 年的17.9% 上升到2015年的53.1%。当前，我国一些地方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步

的是老龄化水平的急速提高，这对城市建设需要的有生力量提出了挑战，而恰恰是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有生力量。 

从“十五”到“十二五”，上海松江区经济经历了起步、腾飞、转型阶段，由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独立的农业县，蜕

变成一个开放、现代的工业区，这期间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据松江区有关部门数据表明， 2015 年松江区常住人口173 万，户

籍人口60.2 万，也就是说，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突出。在松江九亭镇( 工业为主) ，常住人口36 万，其中户籍

人口4 万，流动人口32 万( 数据来源于公安部门调查统计) 。2015 年，上海市老龄化水平已达20%，在松江一些街镇的老龄化

水平高达25%。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补充，很难想象其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2015 年松江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为970 亿元，第一产业不到1%( 主要有原住民耕作、经营) ，第二产业高达53%，第三产业为46%。以松江户籍人口来满足产

业快速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松江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多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河南等地；他们为松江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人口大流动、大裂变时期，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的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隐患；地方政府在享受外来

人口红利的过程中，也面临公共服务资源“供不应求”的压力。 

1、流动人口激增产生“双不公平”心理。公平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一般情况下，

有付出就应该有收益，享受福利就应该付出代价。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流动人口因为户籍的原因，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

不能享受国民待遇，也就是说，他们的付出仅仅是以经济作为回报，而所谓的社会资源均等化在他们身上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比如就学、就医，乃至购房、养老，更不用说选举权的行使，获得各种代表资格、荣誉称号的机会和比例少之又少，未能体现

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这就势必带来该群体心理上的落差，甚至形成对当地政府政策的不满意。从城市原住民( 户籍人口) 

角度分析，他们往往过多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增多后，带来的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紧缺。据松江区有关部门数据表明，“十二五”

期间新建60 所学校( 包括中小学、幼儿园)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看守所中关押的犯罪嫌疑人中，外地人口比例高

达86%。 

2、流动人口增加带给政府的“二难选择”。外来流动人口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伴生的产物。一些地区在发展设计产业

政策时并未过多考虑外来流动人口可能带来的压力。比如松江工业区中的达丰电脑公司( 台资企业) ，在企业高峰期时员工一

度达到6 万人，企业无法有效解决这么庞大群体的住宿问题，于是周边区域的房屋租赁业繁荣起来，渐渐衍生出群租现象；在

上下班高峰期时，电瓶车车流蔚为壮观，一度交通堵塞；在工业区附近的服务业应运而生，比如游戏厅、洗浴房、快递业务、

水果店、小超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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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6 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 － 2040) 》终于正式形成草案。《规划》提出，坚守土地、人口、环境和安

全四大底线。此前，上海已经提出到2020 年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 万以内。此次《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40 年，也要将

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松江区按照上海市总体规划，结合松江城市承载力，提出了在2020 年城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 万

的目标。这就存在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疏导与选择问题。一方面，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的松江需要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的战略，不断推动产业升级，与之配套的是要吸纳大量的蓝领技术工人和白领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淘汰传统产业过程也是

淘汰一批从事简单劳动的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但是如何消化这过程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引导这批外来流动人口合理回流，这对

政府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选择、引进人才需要产业支撑，更需要配套政策；疏导、管理外来流动人口需要创新社会治理，

也需要设计政策；这给政府带来了二难选择，这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提出了考验。 

三、政府对流动人口选择、疏导和治理的政策设计 

流动人口是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路径之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人口现代化进程需要通过人口流动路径来完成，而人口的流动不应该是无序的，应该在政府政策引导下有序进行。、从1994 年

的“蓝印户口”到2000 年的“引进人才工作证实施办法”，从2002 年的“外来人员就业证制度”到“综合保险”，这些政策

设计既是对外来流动人口权益的一种保护，也是出于对城市有序发展的考量。 

1、产业政策是调节流动人口数量的根本之策。一地的发展确立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结构，由此而来

的是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美国的“硅谷”集聚的是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所以其人口结构表现为高端型人才为主导；浦东陆家

嘴集聚的是金融型、贸易型企业，所以其人口结构表现为复合式知识结构的学院派居多。有关职能部门需要从城市发展的战略

高度考虑，谋篇布局，引进高端企业，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企业，从而逐渐实现部分外来流动人口的良性退出。 

2、人才政策是吸引优秀流动人口的重要杠杆。人才是一地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也是构筑科技型高地的重要支撑。各

地在收罗人才的过程中可谓政策迭出，有户籍政策的，有住房补贴的，有优厚薪酬的，有工作环境的。目前来看，松江对引进

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出台了系列政策，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与其他地区比较来看，力度不大，灵活度不高，吸引力不

强。比如房子，能否考虑政府主导、企业投资、部门管理，建设一个高级人才小区( 含人才公寓) ，根据职称定面积，根据服

务年限定补贴，根据贡献定奖励，从而让人才人心思定、人心思进，有所作为。目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过高市场房价不利于人

才的进入，只有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才能做到筑巢引凤。 

3、管理政策是控制流动人口过快增长的有效阀门。一段时期，上海对外来流动人口采用居住证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统计

和管理外来流动人口。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一部分人在自主择业的过程中选择了不登记、不申领居住证而定居的

方式，比如房产中介机构中众多年轻人，来无影去无踪，没有任何登记痕迹，社区有限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这种高流动性、大

流量的调查、登记任务，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了社会治理的成本。政府应该出台强制登记政策，对流动人

口居住半年以上的要求主动申报、登记。一地的有效管理应该建立在摸清家底前提基础上，必须实行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申报、

登记制度，只有这样，外来流动人口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才会大大下降，社会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才能有效提高。 

4、配套政策是提升全社会幸福指数的必要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传统的二元结构被打破，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

置的市场化需要，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变化，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政府需要适应形势发

展的需要，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活力，酝酿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只有加强宏观

管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协调性，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才能实现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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